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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 

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作用* 

陈沛琪 1  张银玲 1  胡馨木 1  王  静 1,4  买晓琴 1,2,3 
(1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2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实验室; 3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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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 10~12 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 实验 1 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 招募 233 名儿

童被试, 实验 2 采用第三方补偿范式, 招募 238 名儿童被试, 考察三种分配(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

下社会价值取向、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 并对比两个实验的结果。结果显示: (1)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亲社

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惩罚分配者; (2)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

亲自我)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都拿出更多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 (3)情绪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

三方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4)采用第三方补偿(相比第三方惩罚)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时情绪波动更小, 在中

度不公平情境下有更多利他行为。这些结果从发展的角度为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 

强调了亲社会取向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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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第三方利他行为是个体作为自身利益未被波

及的旁观者 , 依旧自愿支付成本惩罚违规者(Fehr 

& Fischbacher, 2004)或 者 补偿 受害者 (Hu et al., 

2015; Leliveld et al., 2012)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能

帮助个体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建立良好的人际互

动, 而且能维护社会规范, 是非常重要的亲社会行

为。与此同时, 公平规范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之

一, 有助于促进群体合作、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是

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都非常重

视的议题。为了解人类公平维护的起源与发展, 大

量研究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时期儿童的公平

行为(如 McAuliffe et al., 2017), 并发现儿童在童年

早期就会避免劣势不平等(所得少于他人) (Blake  

et al., 2015); 到童年中期, 既会避免与自身利益相

关的不公平现象(第二方惩罚) (Gummerum & Chu, 

2014), 也会避免与己无关的不公平现象(第三方惩

罚) (McAuliffe et al., 2015); 到童年晚期开始避免

优势不平等(所得多于他人) (Blake & McAuliffe, 

2011)。由此可见, 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出现说明童年

中期(6~11 岁)的儿童已经从“对己坚持公平原则”过

渡到“对人对己都坚持公平原则” (McAuliffe et al., 

2017), 是儿童公平行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考虑到第三方利他行为对于儿童发展和社会

适应的重要性, 有必要深入了解该阶段儿童第三方

利他行为的形成机制, 因此本研究选取了 10~12 岁

儿童作为研究对象。10~12 岁儿童不仅是处于公平

行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更是处于即将步入青春期

的人生关键转折点, 针对这一发展阶段儿童的考察

能为引导童年晚期的儿童形成稳定的第三方利他

行为提供实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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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儿童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第三方惩罚是第三方利他行为的一种方式, 指

个体自愿支付成本惩罚违规者的行为, 是人类区别

于其他动物的特有社会行动(郭庆科 等, 2016)。以

往研究指出即便是婴儿也会表现出第三方惩罚倾

向, 例如 Meristo 和 Surian (2014)采用注视时间法

发现 10 月龄的婴儿期待做出公平分配的人和做出

不公平分配的人能被区别对待。研究进一步发现 2

岁儿童已经有赏罚分明的倾向(Hamlin et al., 2011), 

3 岁的儿童会对违反道德的人做出言语责备(Vaish 

et al., 2011), 即他们不仅能区别亲社会行为和反社

会行为, 而且能在行为上做出区别对待。McAuliffe

等人(2015)指出 6 岁儿童能够对违反公平规范的行

为做出系统的、有选择性的干预, 而相比之下 5 岁

儿童的行为模式则仍不明显; 其他研究也证实 6 到

8 岁儿童作为第三方时更有意愿做出有代价的惩罚

(Gummerum & Chu, 2014; Jordan et al., 2016)。总之, 

儿童大致在童年中期会有稳定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并且这一结论与国内研究者的发现基本一致。梁福

成等 (2015)证实中国儿童的公平观念转折年龄在

8~10 岁, 即在 8 岁之后对人对己均坚持公平原则, 

表现出利他倾向。 

除了第三方惩罚, 第三方利他行为还有另一种

方式, 即第三方补偿(Leliveld et al., 2012)。第三方

补偿指个体自愿支付成本补偿受害者的行为。虽然

第三方补偿也是供旁观者采用的利他方式, 对维护

公平规范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但是少有研究考察第

三方补偿行为(Chavez & Bicchieri, 2013), 更少研

究直接考察儿童的第三方补偿行为。已有研究基于

实验考察了儿童对两种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偏好, 并

发现相比第三方惩罚, 儿童更喜欢采用第三方补偿

的方式来维护公平(Lee & Warneken, 2020)。这一发

现在现实情境中也得到证实(Lee et al., 2022)。更多

研究考察了成人的第三方利他行为偏好, 却没有得

出一致的结论, 即有研究和儿童研究结果一致, 发

现第三方补偿行为更受喜欢(Chavez & Bicchieri, 

2013; Hu et al., 2016; Leliveld et al., 2012), 也有研

究得出相反的结论(Stallen et al., 2018)。不过, 无论

是成人还是儿童都对第三方补偿行为(相比第三方

惩罚)的评价更高(Dhaliwal et al., 2021; Jordan et al., 

2016; Raihani & Bshary, 2015)。Lee 和 Warneken 

(2020)指出儿童之所以对第三方补偿者有更高的评

价, 是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做出第三方补偿的人是

慷慨的、有同情心的, 而认为做出第三方惩罚的人

是有攻击性的。 

除了从偏好和评价的角度对比两种第三方利

他行为, 也有研究从神经机制的角度指出这两种第

三方利他行为的异同。虽然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

偿 行 为 有 相 似 的 认 知 神 经 基 础 (Hu et al., 2015; 

Stallen et al., 2018), 即都会激活双侧纹状体, 但具

体调动的网络存在差异(Guitart-Masip et al., 2014; 

Hu et al., 2015), 即第三方惩罚激活的是左外侧前

额叶与腹内侧前额叶, 而第三方补偿激活的则是右

外侧前额叶。 

总体而言, 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了儿童对两种

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偏好和评价存在差异, 但这些研

究并未直接考察儿童自身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因此

我们并不清楚在同一分配情境下儿童分别采用第

三方惩罚或第三方补偿时维护公平的力度是否存

在差异。深入考察 10~12 岁儿童对第三方利他行为

的偏好是否表现在实际行为上, 有利于了解他们作

为第三方的亲社会行为特点, 引导刚形成利他倾向

的儿童更主动维护社会规范。现有针对成年人的相

关研究在实验中同时设置两种第三方利他方式供

旁观者选择一种用于维护公平, 所以旁观者可能会

受到选择情境的影响(Jordan et al., 2016)。也就是说, 

在这种可选情境下仍旧惩罚而非补偿的人会显得

非常有攻击性, 而不是善意的。为了避免这种影响, 

本研究分别设置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两个实

验, 考察在同一分配情境下分别采用第三方惩罚和

第三方补偿的儿童有怎样的情绪与行为。鉴于相关

研究非常少, 本研究只假设可采用的第三方利他方

式不同, 儿童的情绪与行为存在差异, 而不做具体

假设。 

1.2  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 

做出利他行为的第三方考虑了他人利益, 并牺

牲自我利益来追求结果的平等性。因此, 第三方利

他行为被视为维护公平与社会秩序的亲社会行为

(Fehr & Fischbacher, 2004; Fehr & Gächter, 2002; 

Ginther et al., 2016)。大量研究证实了社会价值取向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和包括利他行为在内

的亲社会行为有密切的关系(戚艳艳 等, 2017; 张振 

等, 2014)。社会价值取向是个体在相依情境中对自

我和他人利益分配的特定偏好, 是相对稳定的人格

倾向, 通常分为亲自我取向和亲社会取向(洪慧芳 

等, 2012)。亲自我者在社会困境中追求自我利益最

大化, 不在意他人利益; 而亲社会者则追求自己与

他人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利益差最小化(戚艳艳 等,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8 期 陈沛琪 等: 10~12 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 情绪的作用 1257 

 

2017)。van Lange 等人(1997)指出社会价值取向根

植于个体与其主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经验, 由儿童

早期到青少年期的社会互动模式塑造, 也会受到成

年乃至老年期社会经历的影响。Li 等人(2013)指出

在 14 岁时中国青少年才形成稳定的社会价值取向, 

并且这时的行为能反映其社会价值取向。 

虽然已有研究证实社会价值取向对决策的影

响, 但少有研究考察社会价值取向对两种第三方利

他行为的影响。与此同时, 考虑到 10~12 岁儿童处

于利他行为形成的初期阶段(McAuliffe et al., 2017; 

梁福成 等, 2015), 并且其社会价值取向仍未稳定

(Li et al., 2013), 了解两者的关系能为教育者更好

地引导儿童形成稳定的亲社会取向提供实证支持, 

因此更有必要考察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惩罚和

第三方补偿行为的影响。鉴于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

个 体 面 对 不 公 平 提 议 时 的 反 应 存 在 差 异

(Karagonlar & Kuhlman, 2013), 本研究关注 10~12

岁儿童在看到公平与不公平的分配提议时, 其社会

价值取向如何影响第三方利他行为, 并假设社会价

值取向和分配公平性交互影响儿童的第三方利他

行为, 即在面对不公平提议时, 亲社会儿童比亲自

我儿童做出更多第三方惩罚和补偿行为。 

1.3  情绪的中介作用 

第三方利他行为也受到情绪的驱动(Civai et al., 

2010; 方学梅, 陈松, 2011; Wu et al., 2022)。陈思静

等(2015)基于社会规范激活理论(Schwartz, 1977)指

出第三方看到社会规范被破坏时, 其社会规范在认

知和情绪两个层面上被激活, 并且情绪会直接影响

其后续的利他行为。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情绪效价对成人第三方利

他行为的影响。消极情绪与第三方惩罚行为有关, 

如有愤怒情绪的被试会比处于中性情绪的被试提

出更高的第三方惩罚金额(Gummerum et al., 2016), 

而积极情绪则能正向预测人们的第三方补偿行为

(Hao et al., 2016)。Xie 等人(2022)发现被优势不公

平对待的经历能通过积极情绪来正向预测人们的

第三方补偿行为, 而被劣势不公平对待的经历则是

通过消极情绪来正向预测人们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Sanfey 等人(2003)还从脑机制层面发现人们的公平

决策由情绪和认知两部分组成, 其中对公平的追求

对应前脑岛(大脑情绪区域)的活动。而现有的发展

研究主要关注情绪效价对儿童资源分配中亲社会

行为的影响。陈璟等(2012)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

采用“高兴与否”测量来让儿童评估自身的情绪效

价, 并发现儿童在情绪积极时做出友好的决策, 而

情绪消极时则做出有敌意的决策。马英等人(2011)

则发现在诱发积极效价的情绪时中小学生会给他

人分配更多资源, 而在诱发消极效价的情绪时会给

他人分配更少资源。Gummerum 等人(2020)也采用

“(不)高兴/愉悦”测量来考察情绪效价对 9 岁儿童第

二方惩罚行为的影响, 并发现儿童的不愉悦度与其

惩罚力度高度正相关。总之, 情绪效价对不公平情

境下的第三方利他行为有重要影响, 但目前仍未有

研究直接考察情绪对儿童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

偿行为的影响。参考相关的儿童情绪研究(陈璟 等, 

2012; Gummerum et al., 2020), 且考虑到在情绪词

汇中儿童对“高兴”更熟悉(张玮娜 , 2011), 本研究

采用“(不)高兴”来测量儿童的情绪效价。 

此外, Haruno 和 Frith (2010)进一步考察了社会

价值取向对情绪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并发现在面

对不公平提议时亲社会者杏仁核的激活程度强于

亲自我者的, 说明亲社会者表现出了更强的消极情

绪, 进而做出亲社会行为。个人的社会价值取向会

影响对他人行为的预期, 从而影响亲社会行为(戚

艳艳 等, 2017), 他人行为是否符合个人的预期又

会影响其情绪, 而情绪在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

的决策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方学梅, 陈松 , 2011; 

Xie et al., 2022)。因此, 本研究假设在不公平分配

情境下情绪会在 10~12 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

方利他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1.4  问题提出与假设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三种分配情境下考察 10~12

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和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

影响机制以及儿童第三方惩罚和补偿行为的差异。

我们设计了两个实验, 分别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和

第三方补偿范式, 以 10~12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 在

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提议三个分配情境

下来探讨以下问题: (1)儿童的社会价值取向如何影

响其情绪与第三方利他行为？(2)在不公平情境下, 

情绪是否在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和第三方利他行为

的关系中有中介效应？(3)在同一分配情境下 , 可

以采用的第三方利他方式(惩罚 vs.补偿)如何影响

儿童的情绪与行为？10~12 岁儿童处于基本社会化

的关键阶段, 他们刚刚形成利他行为, 并即将形成

稳定的社会价值取向, 对其人格倾向、即时情绪和

行为表现的综合考察有助于整体了解他们在利益

未被影响时如何做出利他行为。另外, 本研究也首

次考察了 10~12 岁儿童的两种第三方利他行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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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补充了儿童第三方补偿行为的证据。 

基于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 本研究假设: 在公

平与不公平情境下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对其情绪和

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儿童在不公平分

配情境下的情绪会中介其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

利他行为的关系; 在同一分配情境下采用第三方惩

罚的儿童和采用第三方补偿的儿童有情绪与行为

上的差异。 

2  实验 1: 10~12 岁儿童社会价值取
向对第三方惩罚行为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 

实验 1 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考察社会价值取向

对 10~12 岁儿童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 提出两个

研究假设。研究假设 1 为社会价值取向与分配公平

性交互影响儿童的情绪与第三方惩罚行为; 研究假

设 2 为在不公平情境下情绪在社会价值取向和第三

方惩罚行为中有中介效应。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根据 G*Power 3.1 的计算, 对于本实验适用的

被试间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预计需要的被试量至少

为 158 (Effect Size = 0.25, α = 0.05, Power = 0.8)。采

用随机整群抽样在南京某小学四、五、六年级每个

年级抽取两个班, 本实验共招募 243 名儿童, 由于

数据缺失等原因, 剔除 10 份无效数据。最终实际被

试有 233 人, 其中男生 118 名, 占比约为 51%; 四

年级 73 名(M ± SD = 10.52 ± 0.59 岁)、五年级 85

名(11.36 ± 0.30 岁)、六年级 75 名(12.36 ± 0.26 岁); 

各年级性别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 2 (2, n = 233) = 

0.672, p = 0.715。主试在实验开始前的指导语和实

验过程中会提醒儿童: “在实验中获得的金币多少

决定了可以换取多少价值的礼物。”目的是让儿童

相信自己的选择与真实的报酬挂钩, 从而做出更真

实的选择。但事实上所有参与实验的儿童最终都会

得到一件价值为 5 元人民币的小礼物作为报酬, 可

能是笔记本, 也可能是水性笔等其他文具, 由主试

随机发放。儿童会拿到不同的小礼物, 但并不知晓

每个人的实验报酬都是一样的。所有参与者及其家

长在实验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所有实验

程序均通过了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 

2.2.2  实验设计 

在分配任务中(以最后通牒博弈为例), Murnighan

和 Saxon (1998)发现 9~12 岁美国儿童作为分配者

愿意给接受者的比例和作为接受者愿意接受的比

例都大概在 40%, 而穆岩和苏彦捷 (2005)则发现

10~12 岁中国儿童作为分配者愿意给接受者的比例

大概在 50%, 作为接受者愿意接受的最低比例约为

30%。单一的分配情境对儿童被试而言是否公平可

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 本研究设置了高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平和公平 3 种分配情境, 接受者和分配者

所得的比例分别为 1∶9、3∶7 和 5∶5。采用 2 (社

会价值取向: 亲社会, 亲自我) × 3 (分配公平性: 

高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平, 公平)的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社会价值取向为被试间变量, 分配公平性为被

试内变量, 主要因变量为被试的情绪与第三方惩罚

行为。 

2.2.3  实验材料与流程 

被试报告其性别、年龄、年级等基本信息后完

成社会价值取向滑块问卷, 接着在高度不公平、中

度不公平与公平情境下完成第三方惩罚任务。具体

实验材料如下。 

社会价值取向滑块问卷   采用社会价值取向

滑块问卷(Murphy et al., 2011)测量儿童的社会价值

取向。该测验包括两部分, 分别为初级项目和次级

项目。本研究只采用初级项目, 包含 6 道题, 每道

题有 9 个金钱分配方案, 分配对象为自己与他人。

被试需要从中做出最偏好的选择。该测验用于计算

社会价值取向的度数, 即 SVO°。根据公式计算角

度, 大于等于 22.45°的为亲社会者, 小于 22.45°的

为亲自我者。计算公式如下:  

 0( 50)
SVO arctan

( 50)S

A

A

 
     

 

其中 0A 为他人所得的平均值, SA 为被试自己

所得的平均值。该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与

聚合效度; 相比其他工具更快捷、准确; 既能报告

分类结果, 又能报告连续变量形式的社会价值取向

(Murphy et al., 2011)。该方法不仅在心理测量学层

面有更优越的指标, 在适用性层面因其相对简单的

构成更能被 10~12 岁儿童所接受(吴彩虹, 2018)。 

第三方惩罚任务与情绪测量   采用由独裁者

博弈改编的第三方惩罚实验范式, 其中一方为分配

者, 另一方为接受者, 被试为第三方旁观者, 并且

在实验任务中测量被试的情绪。操作顺序: 告知被

试“这里有 10 枚金币”; 依次呈现分配提议“分配者

9/ 7/ 5 枚金币 , 接受者 1/ 3/ 5 枚金币”; 参考

Gummerum 等人(2020), 在 7 点量表上测量被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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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该分配提议时的情绪效价(从 1 到 7 为从“非常不

高兴”到“非常高兴”, 4 为“平静”); 告知被试“现在

你有 5 枚金币, 这些金币你可以选择全部自己留下, 

也可以选择拿出一部分来惩罚分配者”。该惩罚力

度定为 1∶2, 即被试每拿出 1 枚金币来惩罚, 分配

者就会相应地减少 2 枚金币(Gummerum & Chu, 

2014)。被试明白这一机制后决定拿出多少金币来

惩罚分配者。惩罚额度是从 0 到 5 的任意整数。三

种分配按顺序向所有被试呈现 1 次, 即高度不公

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分配, 被试在分配呈现后需

分别报告其情绪与惩罚额度。 

为了更便于理解, 我们在中介分析中将“情绪”

转换为“不高兴度”, 计算公式为不高兴度=  (情绪 

4)。“不高兴度”从3 到 3, 数值越高则表示被试越

不高兴, 其中 0 为平静。 

2.3  结果与分析 

2.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该实验的被试中有 156 名亲社会者(51.3%为女

生), 77 名亲自我者(45.5%为女生), 亲社会与亲自

我者的性别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 2 (1, n = 233) = 

0.700, p = 0.403。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实验 1 第三方惩

罚任务(n = 233) 

实验 2 第三方补

偿任务(n = 238)

M / % SD M / % SD 

性别(男生) 50.6% — 50.4% — 

年龄(岁) 11.42 0.84 11.43 0.87

社会价值取向(亲自我者) 33% — 26.5% —

社会价值取向度数 27.33 17.52 28.70 14.27

高度不公平情绪 2.15 1.20 2.36 1.33

高度不公平拿出金币数 2.68 1.60 2.77 1.38

中度不公平情绪 3.03 0.95 3.24 1.03

中度不公平拿出金币数 1.60 1.14 1.79 1.13

公平情绪 5.46 1.35 5.00 1.25

公平拿出金币数 0.24 0.85 0.47 1.14

注: “拿出金币数”指被试的第三方惩罚金额(实验 1)或第三方补

偿金额(实验 2)。 
 

2.3.2  社会价值取向与分配公平性交互影响儿童

的情绪与第三方惩罚行为 

被试面对不同公平性的分配提议时的情绪与

其作为第三方对分配者的惩罚意愿相关。将被试的

情绪作为因变量, 进行 2 (社会价值取向: 亲社会, 

亲自我) × 3 (分配公平性: 高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

平 , 公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显示分配公

平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306) = 411.48, p < 0.001, 

ηp
2 = 0.64,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儿童情绪最消极 , 

而在公平情境下情绪最积极; 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效

应不显著, F(1, 231) = 1.64, p = 0.202; 社会价值取

向与分配公平性的交互效应显著, F(1, 306) = 4.10, 

p = 0.033, ηp
2 = 0.02。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高度不

公平的情境下亲社会者的情绪显著比亲自我者的

更消极(2.02 ± 1.09 vs. 2.43 ± 1.39, p = 0.014), 在中

度不公平与公平两个情境下两者无显著差异(p > 

0.1), 如图 1(A)所示。 

被试愿意拿出多少金币用于惩罚反映其作为

第三方对分配者的惩罚程度。将被试的惩罚金额作

为因变量, 进行 2 (社会价值取向: 亲社会, 亲自我) × 

3 (分配公平性: 高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平, 公平)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

显著, F(2, 360) = 280.77, p < 0.001, ηp
2 = 0.55, 在高

度不公平情境下儿童惩罚金额最高, 而在公平情境

下惩罚金 额 最低 ; 社 会 价值取向 的 主效应显 著 ,  

F(1, 231) = 7.32, p = 0.007, ηp
2 = 0.03; 分配公平性

与社会价值取向的交互效应显著, F(2, 360) = 11.31, 

p < 0.001, ηp
2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高度不

公平的情境下亲社会者的惩罚金额显著高于亲自

我者的(2.96 ± 1.44 vs. 2.13 ± 1.77, p = 0.014), 在中

度不公平的情境下亲社会者的惩罚金额仅边缘显

著高于亲自我者的(1.70 ± 1.04 vs. 1.40 ± 1.30, p = 

0.061), 如图 1(B)所示。 

2.3.3  情绪的中介效应 

采用 Hayes 等人(2017)编制的 SPSS Process 插

件, 运用 Bootstrap 检验方法(Edwards & Lambert, 

2007), 选择模型 4, 以性别和年龄为协变量, 检验

情绪在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惩罚行为中的

中介效应。根据实验 1 所有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由

于篇幅原因未在正文展示, 详见附录表 S1), 只有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不高兴度和第

三方惩罚行为满足中介分析的前提 , 因此后续只

检验该情境下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前将所有变量

标准化。各变量间的回归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2 所

示。 

结果表明以社会价值取向为预测变量, 第三方

惩罚行为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 F(3, 229) = 8.29, p < 0.001; 以社会价值取向和

不高兴度为预测变量, 第三方惩罚行为为结果变量

的回归方程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F (4, 228) = 

15.09, p < 0.001。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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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分配情境下亲自我与亲社会儿童的情绪(A)与第三方惩罚金额(B) 
注: 图中的误差棒(error bar)表示标准误; †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情绪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自变量 

实验 1 高度不公平 实验 2 高度不公平 实验 2 中度不公平 

第三方惩罚 不高兴度 第三方惩罚 第三方补偿 不高兴度 第三方补偿 第三方补偿 不高兴度 第三方补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SVO° 0.27*** 0.17** 0.21*** 0.50*** 0.44*** 0.41*** 0.40*** 0.18** 0.37*** 

不高兴度   0.34***   0.20**   0.18** 

年龄 0.15* 0.20** 0.08 0.10 0.20*** 0.06 0.08 0.12 0.06 

性别 0.27* 0.12 0.23 0.03 0.14 0.05 0.00 0.03 0.01 

F 8.29*** 4.84** 15.09*** 26.64*** 21.71*** 23.45*** 14.90*** 3.62* 13.64*** 

R2 0.10 0.06 0.21 0.25 0.22 0.29 0.16 0.04 0.19 

调整后 R2 0.09 0.05 0.20 0.25 0.21 0.27 0.15 0.03 0.18 

注: SVO°为社会价值取向度数; 性别为哑变量, 1=男, 2=女; 实验 2 中度不公平情境(模型 7, 8 和 9)中不高兴度未通过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1 和 4 对应中介效应的路径 c; 模型 2 和 5 对应中介效应的路径 a; 模型 3 和 6 对应中介效应的路径 b 和 c’。 

 

取向可以正向预测不高兴度(β = 0.17, t = 2.63, p = 

0.009), 不高兴度正向预测儿童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β = 0.34, t = 5.67, p < 0.001)。协变量年龄和性别在

中介模型中对第三方惩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中介

效应检测结果详见附录表 S2, 中介效应路径如图 2

所示。 
 

 
 

图 2  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情绪在社会价值取向和第三方

惩罚行为的中介效应 
 

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不高兴度的间接效应值为

0.06, 其 95%置信区间[0.01, 0.11]不包含 0, 说明该

间接效应显著; 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惩罚行为的

直接效应值为 0.21, 其 95%置信区间[0.09, 0.33]不

包含 0, 说明该直接效应显著。结果表明情绪的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21.6%, 即儿童的社会价值

取向越亲社会 ,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就越不高兴 , 

进而增加第三方惩罚行为。 

3  实验 2: 10~12 岁儿童社会价值取
向对第三方补偿行为的影响 

3.1  实验目的 

第三方利他行为不仅有第三方惩罚, 还有第三

方补偿。为了进一步了解儿童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实验 2 招募了另一批 10~12 岁儿童被试参加第三方

补偿任务。为了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考察社会价值

取向、情绪对 10~12 岁儿童利他行为的影响, 并且

对比两种第三方利他方式下儿童表现的差异, 我们

提出三个假设。研究假设 3 为社会价值取向与分配

公平性交互影响儿童的情绪与第三方补偿行为; 研

究假设 4 为在不公平情境下, 情绪在社会价值取向

和第三方补偿行为中有中介效应; 研究假设 5 为采

用不同第三方利他方式的儿童在同一分配情境下

的情绪与行为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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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验方法 

3.2.1  被试 

根据 G*Power 3.1 的计算, 对于本实验适用的

被试间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预计需要的被试量至少

为 158 (Effect Size = 0.25, α = 0.05, Power = 0.8)。采

用随机整群抽样在南京某小学四、五、六年级每个

年级抽取两个班, 本实验共招募 241 名儿童, 由于

缺失值等原因, 剔除 3 份无效数据。最终实际被试

有 238 人, 其中男生 120 名, 占比约为 50%; 四年

级 68 名(10.35 ± 0.34 岁)、五年级 85 名(11.34 ± 0.29

岁)、六年级 75 名(12.41 ± 0.27 岁); 各年级性别分

布不存在显著差异, 2 (2, n = 238) = 0.341, p = 

0.843。 

3.2.2  实验设计 

采用 2 (社会价值取向: 亲社会, 亲自我) × 3 

(分配公平性: 高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平, 公平)的

混合实验设计。主要因变量为被试的情绪与第三方

补偿行为。 

3.2.3  实验程序 

实验 1 与实验 2 的流程与材料基本一致, 区别

在于实验 1 为第三方惩罚任务, 被试拿出金币用于

惩罚分配者; 而实验 2 为第三方补偿任务, 被试拿

出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在后续分析中, 实验 1 的

第三方惩罚金额与实验 2 的第三方补偿金额被概括

为第三方利他金额。虽然两种第三方利他金额的作

用对象分别是分配者和接受者, 发挥的具体功能不

同, 但整体而言它们都能衡量被试以个人资源为代

价来维护公平的行为。 

3.3  结果与分析 

3.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该实验的被试中有 175 名亲社会者(49.1%为女

生), 63 名亲自我者(50.8%为女生), 亲社会者与亲

自我者的性别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 2 (1, n = 238) = 

0.050, p = 0.822。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3.3.2  社会价值取向与分配公平性交互影响儿童

的情绪与第三方补偿行为 

被试面对不同公平性的分配提议时的情绪与

其作为第三方对接受者的补偿意愿相关。将被试的

情绪作为因变量, 进行 2 (社会价值取向: 亲社会, 

亲自我) × 3 (分配公平性: 高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

平 , 公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社会价

值取向的主效应显著, F (1, 236) = 8.08, p = 0.005, 

ηp
2 = 0.03; 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339) = 

203.79, p < 0.001, ηp
2 = 0.46,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儿童情绪最消极, 而在公平情境下情绪最积极; 社

会价值取向与分配公平性的交互效应显著 , F (1, 

339) = 16.16, p < 0.001, ηp
2 = 0.06。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亲社会者的情绪显著比亲

自我者的更消极(2.10 ± 1.01 vs. 3.08 ± 1.80, p < 

0.001), 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亲社会者的情绪显著

比亲自我者的更消极(3.15 ± 0.92 vs. 3.46 ± 1.28, p 

= 0.043), 在公平情境下亲社会者的情绪显著比亲

自我者的更积极(5.09 ± 1.21 vs. 4.73 ± 1.33, p = 

0.049), 如图 3(A)所示。 

被试愿意拿出多少金币反映其作为第三方对

接受者的补偿程度。将被试的补偿金额作为因变量, 

进行 2 (社会价值取向: 亲社会, 亲自我) × 3 (分配

公平性: 高度不公平, 中度不公平, 公平)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效应显著, 

F(1, 236) = 26.01, p < 0.001, ηp
2 = 0.10; 分配公平性

的主效应显著, F(2, 394) = 280.10, p < 0.001, ηp
2 = 

0.54,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儿童补偿金额最高, 而 
 

 
 

图 3  不同分配情境下亲自我与亲社会儿童的情绪(A)与第三方补偿金额(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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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情境下补偿金额最低; 分配公平性与社会价

值取向的交互效应显著, F (2, 394) = 17.38, p < 

0.001, ηp
2 = 0.0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高度不公平

情境下亲社会者的补偿金额显著高于亲自我者的

(3.10 ± 1.25 vs. 1.86 ± 1.31, p < 0.001); 在中度不公

平情境下亲社会者的补偿金额也显著高于亲自我

者的(1.97 ± 1.08 vs. 1.30 ± 1.12, p < 0.001); 而公平

情境下两者差异不显著(p > 0.1), 如图 3(B)所示。 

3.3.3  情绪的中介效应 

中介分析思路同实验 1, 根据实验 2 所有变量

的相关分析结果(详见附录表 S3), 两种不公平分配

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不高兴度和第三方补偿行为

都满足中介分析的前提, 因此后续分别检验高度不

公平和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前

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各变量间的回归关系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 

结果表明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以社会价值取

向为预测变量, 第三方补偿行为为结果变量的回归

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F(3, 234) = 26.64, p < 

0.001; 以社会价值取向和不高兴度为预测变量 , 

第三方补偿行为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方程也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 F(4, 233) = 23.45, p < 0.001。在高不公

平情境下, 社会价值取向可以正向预测不高兴度(β 

= 0.44, t = 7.49, p < 0.001), 不高兴度正向预测儿童

的第三方补偿行为(β = 0.20, t = 3.26, p = 0.001)。协

变量年龄和性别在中介模型中对第三方补偿行为

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度不公平情境下虽然各个变量

之间的回归关系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根据中介

效应检验结果情绪没有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

效应检测结果详见附录表 S4, 中介效应路径如图 4

所示。 

 

 
 

图 4  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情绪在社会价值取向和第三方

补偿行为的中介效应 

 

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不高兴度的间接效应值为

0.09, 其 95%置信区间[0.02, 0.16]不包含 0, 说明该

间接效应显著; 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惩罚行为的

直接效应值为 0.41, 其 95%置信区间[0.29, 0.53]不

包含 0, 说明该直接效应显著。结果表明不高兴度

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18%, 即儿童的社会价

值取向越亲社会,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就越不高兴, 

进而增加第三方补偿行为。 

3.3.4  第三方利他方式影响儿童的第三方情绪与

行为 

为了考察第三方利他方式对儿童情绪和行为

的影响, 我们比较了实验 1 (即第三方惩罚组)和实

验 2 (即第三方补偿组)被试在对应分配情境下的情

绪与第三方利他行为。首先, 将社会价值取向、性

别、年龄等作为因变量,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第三方惩罚组与第三方补偿组的被试在以上变量

中都没有显著差异。 

将被试的情绪作为因变量, 进行 2 (第三方利

他方式: 惩罚, 补偿) × 3 (分配公平性: 高度不公

平, 中度不公平, 公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

表明第三方利他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469) = 

0.06, p = 0.812; 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 , F(1, 

646) = 795.37, p < 0.001, ηp
2 = 0.63, 在高度不公平

情境下儿童情绪最消极, 而在公平情境下情绪最积

极; 第三方利他方式与分配公平性的交互效应显著, 

F (1, 646) = 12.83, p < 0.001, ηp
2 = 0.03。简单效应分

析表明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 第三方补偿组被试的

情绪比第三方惩罚组的更积极,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

下差异边缘显著(2.36 ± 1.33 vs. 2.15 ± 1.20, p = 

0.078), 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

著(3.24 ± 1.03 vs. 3.03 ± 0.95, p = 0.023)。然而, 在

公平分配情境下第三方补偿组被试的情绪却比第

三方惩罚组的更消极, 这种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

(5.00 ± 1.25 vs. 5.46 ± 1.35, p < 0.001)。这说明当可

采用的第三方利他方式为补偿时, 儿童更认为公平

分配是合理的, 因此情绪波动比第三方惩罚组的更

小, 如图 5(A)所示。 

将被试拿出金币数作为因变量, 进行 2 (第三

方利他方式: 惩罚, 补偿) × 3 (分配公平性: 高度

不公平, 中度不公平, 公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第三方利他方式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 

469) = 3.83, p = 0.051, ηp
2 = 0.01, 第三方补偿组的

利他金额相比第三方惩罚组的更高(1.68 ± 0.06 vs. 

1.51 ± 0.06); 分配公平性的主效应显著, F(2, 740) = 

754.91, p < 0.001, ηp
2 = 0.62,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儿童第三方利他金额最高, 而在公平情境下第三方

利他金额最低; 第三方利他方式与分配公平性的交

互效应不显著, F(2, 740) =0.82, p = 0.417。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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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三方惩罚与补偿情境下儿童的情绪(A)与第三方利他金额(B) 

 
相比第三方惩罚组, 第三方补偿组被试在三种分配

情境下拿出的金币在数量上都更多。具体而言, 在

中度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补偿组被试拿出的金币

数 量 高 于 第 三 方 惩 罚 组 的 , 在 统 计 上 边 缘 显 著

(1.79 ± 1.13 vs. 1.60 ± 1.14, p = 0.065); 在公平条件

下第三方补偿组被试拿出的金币数量在统计上显

著高于第三方惩罚组的(0.47 ± 1.14 vs. 0.24 ± 0.85, 

p = 0.011), 如图 5(B)所示。 

综合以上分析, 在情绪上, 第三方补偿组的儿

童(相比第三方惩罚组)面对不同公平程度的分配时

情绪波动更小 ; 在行为上 , 第三方补偿组的儿童

(相比第三方惩罚组)在不公平情境下会拿出更多金

币来维护公平。由此可见 , 第三方利他方式影响

10~12 岁儿童面对同一分配提议时的情绪与行为。 

4  讨论 

实验 1 结果显示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 社会价

值取向与分配公平性交互影响儿童的情绪与惩罚

金额, 研究假设 1 成立。具体而言, 在高度不公平

的情境下亲社会儿童的情绪比亲自我儿童的更消

极 , 并且亲社会儿童的惩罚金额高于亲自我儿童

的。实验 1 结果还显示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情绪

在社会价值取向和第三方惩罚的关系中发挥中介

作用, 而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并未发现情绪的中介

效应, 研究假设 2 部分成立。 

实验 2 结果显示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 社会价

值取向和分配公平性交互影响儿童的情绪与补偿

金额, 研究假设 3 成立。具体而言, 三种分配情境

下亲社会者与亲自我者的情绪都有差异, 并且在高

度与中度不公平情境下亲社会者的补偿金额都会

高于亲自我者的。实验 2 结果还显示在高度不公平

情境下, 情绪在社会价值取向和第三方补偿的关系

中发挥中介作用, 但其他情境下情绪没有中介效应, 

研究假设 4 部分成立。 

我们进一步发现当可采用的第三方利他方式

不同时, 10~12 岁儿童面对同一分配时情绪与行为

存在差异, 研究假设 5 成立。对比实验 1 与实验 2

的被试在同一分配情境下的情绪与拿出金币数, 发

现当可采用的第三方利他行为是补偿时(相比惩罚), 

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提议时情绪波动更小, 但在中度

不公平情境下会拿出更多金币来维护公平。 

4.1  社会价值取向(亲社会 vs.亲自我)影响儿童

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实验 1 发现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 在高度不公

平的情境下亲社会儿童才会比亲自我儿童更不高

兴, 并且亲社会儿童的惩罚金额高于亲自我儿童的, 

而在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下儿童的情绪和第三

方惩罚行为没有明显差异。而实验 2 发现在第三方

补偿任务中, 三种分配情境下亲社会儿童与亲自我

儿童的情绪都有差异, 其中在高度与中度不公平情

境下亲社会儿童比亲自我儿童更不高兴, 并且亲社

会儿童的第三方补偿金额也高于亲自我儿童的。在

公平情境下亲社会儿童比亲自我儿童更高兴, 第三

方补偿金额没有明显差异。 

总体而言, 实验 1 与实验 2 的结果证实了社会

价值取向会影响儿童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并且公平

与不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对儿童第三方利他

行为的影响有差异, 即相比亲自我儿童, 亲社会儿

童会在不公平情境下做出更多第三方惩罚与第三

方补偿行为。这些结果证实了 Schwartz (1977)提出

的社会规范激活理论, 即 10~12 岁儿童的两种第三

方利他行为都取决于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情境

的分配公平性。这也再次证实了到童年晚期, 儿童

对人对己都大致形成了公平原则, 并且亲社会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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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平原则更为稳定。 

4.2  情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发挥中介效应 

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儿童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

的情绪。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 社会价值取向越是

亲社会的儿童在看到高度不公平提议时越不高兴。

这证实了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儿童更关注“公

平”, 而非个人利益。即便高度不公平提议并不会影

响到亲社会儿童本身的利益, 他们还是不高兴。实

验 1 和实验 2 也一致表明社会价值取向越是亲社会

的儿童看到高度不公平提议时越不高兴, 进而做出

越多的第三方利他行为。这一发现在儿童群体中证

实了情绪不仅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平决策中有

重要作用(Pillutla & Murnighan, 1996; Sanfey et al., 

2003), 而且在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利他决

策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不高兴度(即情绪)不

仅可以预测儿童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还能预测儿童

的第三方补偿行为。Fehr 和 Schmidt (1999)最早提

出了“不公平厌恶”, 认为人们在面对不公平情境时

会产生厌恶情绪。梁福成等人(2015)也基于社会效

用模型指出: 相比自己所得多于他人(优势不公平

分配), 人们会对自己与他人所得相同的分配(公平

分配)更满意。我们的发现与以往研究共同揭示了

不公平提议影响儿童的情绪, 因此儿童会通过第三

方利他等方式来维护公平, 平衡消极情绪。这一结

果进一步支持了社会规范激活理论, 并且再次从行

为层面证实了决策领域的“认知−情绪”双系统模

型。根据 Reno 等人(1993), 第三方惩罚任务和第三

方补偿任务让儿童看到他人破坏或维护社会规范

的行为, 并从认知和情绪层面共同激活儿童的社会

规范。以往研究强调第三方惩罚任务激发个体的特

定情绪(如愤怒), 进而个体做出利他行为(陈思静 

等, 2015)。本研究证实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作

用机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情绪类型, 不同的情绪效

价也会对第三方利他行为有明显的作用。 

另外, 我们认为之所以情绪的中介效应只出现

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而不存在于中度不公平情境

下, 可能是因为儿童作为利益无关的第三方, 中度

不公平的分配提议对于他们而言仍在可以接受的

范围内, 只有在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才会有明显的

情绪波动。 

4.3  儿童的情绪与行为因可采用的第三方利他

方式不同(惩罚 vs.补偿)而存在差异 

我们对比第三方惩罚组和第三方补偿组被试

在同一分配情境下的情绪与拿出金币数, 结果显示

第三方补偿组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提议时情绪波

动更小, 但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会比第三方惩罚组

儿童拿出更多金币来维护公平。这一发现在儿童群

体中再次证实了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不是完

全对等的。 

我们认为儿童在不同第三方利他方式上的情

绪差异可能是由于两种方式对应的内在动机(威慑

vs.公正关怀)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激发存在差

异。从心理机制来看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虽然

都是有代价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但这两种行为并不

完全相等。第三方惩罚行为的内在动机是威慑和报

复(Carlsmith, 2006; Carlsmith et al., 2002), 能降低

目 前 的 不 公 平 感 , 也 能 减 少 未 来 不 公 平 的 发 生

(Wenzel & Thielmann, 2006); 而第三方补偿行为的

内在动机是公正关怀, 能降低不公平感, 但无法减

少不公平的发生率(Carlsmith, 2006; Carlsmith et al., 

2002)。另外, 我们还认为情绪差异可能是由于两种

利他方式对应的角色和权力不同导致的。我们在规

定儿童被试采用某种第三方利他方式来维护公平

时, 便赋予了他们对应的角色和权力。第三方惩罚

组的儿童被赋予了惩罚违规者的权力, 第三方补偿

组的儿童则被赋予了补偿受害者的权力。先前研究

提出第三方惩罚不仅惩罚违规者, 还维护了社会秩

序, 而相较之下第三方补偿没有维护社会秩序的直

接作用(Chavez & Bicchieri, 2013)。所以被赋予第三

方惩罚的儿童权力更大, 因此可能有更强的责任感, 

在看到不公平提议时表现出更强的不公平厌恶, 情

绪波动更大。 

而第三方惩罚组和第三方补偿组儿童的行为

差异可能是由于中度不公平情境并未危及儿童本

身的利益, 并且也不至于引发儿童威慑他人的动机, 

因此相比较下第三方补偿组的儿童做出了更多的

利他行为。另外, 间接互惠理论和科尔伯格的道德

认知发展理论也能解释这种差异。根据间接互惠理

论, 人们做出第三方利他行为来维护公平规范, 从

而在群体中建立良好的声誉, 进而在将来与他人互

动时也能得到公平对待(Nowak, 2006)。从间接获益

的角度来看, 第三方补偿行为相比之下能获得更好

的声誉(Jordan et al., 2016)。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认

知发展理论(Kohlberg & Kramer, 1969), 10~12 岁儿

童处于习俗水平; 这一水平包含两个阶段, 即寻求

认可阶段和服从权威阶段, 而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正

处于寻求认可阶段, 他们会为了声誉和人际关系而

做 出 亲 社 会 行 为 (Eisenberg et al., 2006)。 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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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岁儿童做出更多的第三方补偿行为不仅是为

了维护公平, 还可能是为了获得认可与称赞。 

4.4  研究创新与局限 

本研究首次在 10~12 岁儿童群体中考察了社会

价值取向对两种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 并且

发现了情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发挥中介作用。这

一结果支持了社会规范激活理论, 且扩展了该理论

适用的范围, 说明该理论既能解释第三方惩罚行为, 

又 能 很 好 地 描 述 第 三 方 补 偿 行 为 的 形 成 机 制 。

10~12 岁儿童处于利他行为形成的初期阶段(梁福

成 等, 2015; McAuliffe et al., 2017), 并且其社会价

值取向仍未稳定(Li et al., 2013), 但在公平规范被

高度违反的情况下仍未稳定的社会价值取向也对

第三方利他行为有明显的作用。这一结果说明即便

这一阶段的儿童希望获得认可与称赞, 亲社会取向

的儿童(相比亲自我儿童)还会在中度不公平的情境

下做出更多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再次强调了亲社会

取向的重要性。这提示 10~12 岁儿童的教师与家长

可以通过称赞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构建亲社会的学

习与生活氛围等方式, 来引导儿童形成稳定的亲社

会取向。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稳定的亲社

会取向, 那么每当违反社会规范的现象出现时, 违

规者都会受到惩罚, 受害者都会得到补偿, 社会会

因此井然有序。 

本研究不仅与以往研究一样考察了儿童的第

三方惩罚行为, 而且还考察了儿童的第三方补偿行

为, 从发展的角度为两种行为的差异提供证据。我

们分别考察儿童的两种行为, 却发现即便是排除选

择情境的影响(Jordan et al., 2016), 儿童还是会做

出更多的第三方补偿行为, 即第三方补偿组的儿童

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维护规范的力度强于第三方

惩罚组的。这再一次证实人类对第三方补偿的偏好

具有稳定性(van Doorn et al., 2018)。从现实层面上, 

这一结果也启示 10~12 岁儿童的教师与家长要更多

地赞许儿童的第三方惩罚行为, 让儿童认识到“惩

罚”虽然看起来不友好, 但对违反公平规范行为的

惩罚能维护社会秩序, 是一种值得推崇的行为。虽

然儿童偏好的第三方补偿也是一种维护公平的方

式, 但从效果来看, 第三方惩罚相比第三方补偿具

有更好的维护公平效果(Chavez & Bicchieri, 2013), 

所以即便儿童偏好第三方补偿的方式, 也有必要培

养儿童做出更多第三方惩罚行为, 让他们勇于惩罚

违规者。 

虽然本研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 但也存

在一些局限。首先, 对于被试而言, 他们可采用的

第三方利他方式是单一的, 只能决定是否拿出金币

与拿出多少金币, 而不能选择用什么方式来维护公

平, 这虽然避免了选择情境的影响, 但还是无法直

接回答“儿童更倾向于以哪种第三方利他方式来维

护公平”。其次, 本研究只设置了单一的第三方惩罚

任务和第三方补偿任务, 没有设置第三方惩罚与补

偿任务, 即被试可以在惩罚分配者的同时也补偿接

受者, 未来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更复杂的第三方

利他行为。另外, 本研究利用情境实验问卷来对童

年晚期的被试展开调查, 以金币分配作为情境, 但

这种情境难以完全复制儿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

社会困境,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使用更多生活化的情

境来提高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 

5  结论 

(1) 10~12 岁儿童的社会价值取向大多为亲社

会, 且社会价值取向会影响儿童的第三方利他行为;  

(2)当可采用的第三方利他方式为惩罚时 , 亲

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儿童)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

出更多金币用于维护公平, 情绪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3)当可采用的第三方利他方式为补偿时 , 亲

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儿童)在高度不公平和中度不

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维护公平, 情绪只在

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发挥中介作用;  

(4)同一分配情境下儿童的情绪与行为因可采

用的第三方利他方式而不同, 即当可采用的第三方

利他行为是补偿时(相比惩罚), 儿童面对不同分配

提议时情绪波动更小, 但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

更多金币来维护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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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S1  实验 1 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社会价值取向度数         

2 高度不公平情绪 0.136*        

3 高度不公平拿出金币数 0.241*** 0.393***       

4 中度不公平情绪 0.081 0.636*** 0.307***      

5 中度不公平拿出金币数 0.126 0.251*** 0.668*** 0.289***     

6 公平情绪 0.098 0.311*** 0.323*** 0.174** 0.212**    

7 公平拿出金币数 0.068 0.288*** 0.049 0.179** 0.263*** 0.233***   

8 年龄 0.165* 0.178** 0.113 0.181** 0.016 0.215** 0.093  

9 性别 0.044 0.052 0.121 0.091 0.099 0.062 0.113 0.004

 

附表 S2  实验 1 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情绪的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 效应量 SE LLCI ULCI 

直接效应 0.21 0.06 0.09 0.33 

间接效应 0.06 0.03 0.01 0.11 

总效应 0.27 0.06 0.15 0.40 

 

附表 S3  实验 2 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社会价值取向度数         

2 高度不公平情绪 0.417***        

3 高度不公平拿出金币数 0.494*** 0.385***       

4 中度不公平情绪 0.172** 0.563*** 0.300***      

5 中度不公平拿出金币数 0.392*** 0.273** 0.699*** 0.245***     

6 公平情绪 0.206** 0.296*** 0.206** 0.017 0.167**    

7 公平拿出金币数 0.167** 0.317*** 0.317*** 0.034 0.486*** 0.002   

8 年龄 0.065 0.241*** 0.075 0.115 0.055 0.144* 0.020  

9 性别 0.061 0.036 0.047 0.002 0.028 0.145* 0.111 0.040 

 

附表 S4  实验 2 不公平情境下情绪的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分配情境 效应 效应量 SE LLCI ULCI 

高度不公平 

直接效应 0.41 0.06 0.29 0.53 

间接效应 0.09 0.04 0.02 0.17 

总效应 0.50 0.06 0.39 0.61 

中度不公平 

直接效应 0.37 0.06 0.25 0.48 

间接效应 0.03 0.03 0.003 0.09 

总效应 0.40 0.06 0.28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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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irnes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order. To understand fairness development, numer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children's upholding fairness behaviors, such as resource allocation. In particular, the 
emergence of third-party altruism in Chinese children at the age of 8−10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fairness 
development. Third-party altruism refers to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voluntarily paying costs to punish 
violators, which is a form of prosocial behavior.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 affects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som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VO 
and emotion together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s. However, we do not know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by which 
children's SVO and emotions affect their third-party altruistic behaviors. Additionally, because third-party 
altruism can adopt punishment and compensation, the mechanisms may be different. Therefore,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children's SVO and emotion on third-party 
altruism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ldren's third-party punishment and compensation behaviors in three offer 
conditions (i.e., high inequality, moderate inequality, and equality). 
    Experiment 1 was based on the third-party punishment task and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SVO on their emotion and punitive behaviors and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We recruited 233 
children aged 10−12 years. After completing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complete 
three third-party punishment tasks revised from the dictator game. The proposer in the dictator game offered one, 
three, and five coins from 10 coins to the recipient successively. As the third party, children reported the level of 
pleasure and decided whether to spend any integer of their endowed five coins to punish the proposer in each 
task. For every coin spent, two coins were deducted from the proposer’s endowmen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prosocial children (vs. the pro-self) were more unpleased and spent more coins to punish the proposer, and 
emotion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VO and third-party punitive behaviors in the high 
inequality condition but not in the moderate inequality or equality conditions.  
    To deeply understand children’s third-party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compare the two kinds of behaviors, we 
conducted Experiment 2 based on the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task. We recruited 238 children aged 10−12 
years.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was similar to that of Experiment 1, except that children in Experiment 2 spent 
coins to compensate the recipient rather than punish the proposer.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prosocial children (vs. the 
pro-self) spent more coins to compensate the recipient in the high and moderate inequality conditions; emotion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VO and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behaviors only in the 
high inequality condition. A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third-party altruistic behaviors, 
children in the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vs. punishment) task had less emotional fluctuation when confronted 
with three offers and spent more coins to maintain a fair order in the moderate unequal condi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VO had a stable effect on third-party punishment and compensation in 10- to 
12-year-old children under all three offer conditions, and that emo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VO 
and each kind of third-party altruistic behavior when children were confronted with an extremely unfair offer. 
Additionally, the children showed different levels of pleasure and behavior in the two third-party altruistic tasks.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revealing the mechanisms of SVO and emotion on two kinds of third-party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suggests that prosocial orient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in fostering children’s third-party altruism. 
Keywords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third-party punishment, third-party compensation, inequality aversion,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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